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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时值农历小雪，奉节安坪镇的气温却
超过20摄氏度，宛如小阳春。此时正是奉
节县桂全金属制品厂负责人刘桂元生意的
淡季，安排好车间的工作后，他起了个大
早，去了趟奉节县城转悠。路过长途客运
站时，他看到了几张正在候车的年轻面孔，
背着行囊，脸上写满踌躇。

这一幕，把他的思绪拉回到28年前。

南下进厂

“不窝在家头了，我要出去闯一闯。”
1995年，当23岁的刘桂元做出这个

决定时，家里几乎没有人看好他的前景。
在家人眼中，瘦小的他怎么都吃不消外出
打工那些高强度工作，在乡下虽然工资少
点，但有地，再怎么也饿不到肚子。

刘桂元却不这样想。
1990年，初中毕业后的他在家人的介

绍下进了本地一家酒厂，负责蒸曲药，一干
就是四年。

1993年，家里给年仅21岁的他说了
个媳妇，同年底，他的大儿子出生。

娶妻、生子、分户、起房子，样样都要
钱，刘桂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当时我的哥哥已经去了广东深圳，他
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几百块钱，还来信说
广东发展快，到处都是机会，我就动心了。”
回忆起当年的生活，刘桂元有点踌躇。

1995年2月，告别了逐渐衰老的双亲
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刘桂元揣上了600
元现金，和媳妇一起南下深圳。

谁想这一去，竟是20多年。
此时的深圳，不少老街正在拆改，华强

北已然成型，469米高的深圳地王大厦即
将封顶。

除去车费，刘桂元的口袋里只剩下
464元，宾馆是肯定住不起的，住招待所也
舍不得。“我找了个老乡，让他偷着带我们
进他打工的厂房宿舍去住，”刘桂元回忆，

“遇到晚上保安查房时，就给他塞几根烟。”
刘桂元与媳妇进的第一个厂是做手袋

的。厂里包食宿，但伙食很一般，且口味偏
甜淡，不合刘桂元的胃口。

尽管如此，他仍然拼了命地干，第一个
月就加班了186小时，平均每天要多上6
个多小时。月底，两口子一共挣了927元，
留下100多元生活费后，全部寄回了家。

或许是因为勤劳肯干，半年后刘桂元
就被老板升为了管理人员，底薪提高到
600元，加班费另算。

3年后，刘桂元跳槽到一家做雨伞的
台资企业，这家企业规模不小，厂子有
3000多人。

在雨伞厂的5年间，刘桂元依旧很拼，
实现了从一线工人到采购员，再到业务主
管的“三级跳”，工资也一路涨到4000元，
年底还有2万—3万元的年终奖。“那时，这
个厂就是我的全部，它在哪我就在哪。”他
说。

做一线工人时，他把中棒的制作流程
练得驾轻就熟；做采购员时，他摸清了哪些
地方的货又好又便宜；当上业务主管后，他
学会了成本控制，还接触到了财务管理等

“核心机密”。
“一个3000人的企业，一年的毛利润

有七八千万元，这让我萌生了单干的想
法。”刘桂元说，“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喜欢观
察老板，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
敢冒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对照自己，我
觉得这三点都具备，为什么不能试试？”

这一年，正好是刘桂元到深圳的第十
年。

自立门户

下定决心后，胆大而心细的刘桂元开
始筹备：机械设备从哪里买，原材料从哪里
进，厂房需要多大，工资成本怎么核算……

算了又算，计算器上的数字始终没下过
70万元。刘桂元拿出多年积攒的17万元，
哥哥出了10万元，却连一半都没凑得上。

没法子，只能找家里开口。
奉节是一个农业大县，“工字不出头”

是这里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是打工
不能打一辈子。

这一次，家里很支持，父亲到处找亲戚
朋友借了100万元交给他——2004年10
月，刘家兄弟合办的兴铭建五金行在深圳
正式成立。

“当时空有一腔热血，把创业想得太简
单。”刘桂元说，忙前忙后把前期工作都做完
后，终于意识到在经商路上人脉关系的重要
性。“全世界的伞具95%产自中国，其中深圳
是全国最大的基地之一，而深圳的伞具产业
又集中在几家企业手里，他们的‘自留地’自
然容不下我这个来自重庆的打工仔。”

他只好开始了“极限”自救：一方面，
以高于市场价5—8%的价格进货，还以
现金方式结算。另一方面，压低产品售
价，一打铝中棒的出货价比市价低 2
元。最重要的是，交易一定要隐蔽、再隐
蔽，不让那几家大企业知晓。

凭借着压缩到极致的成本，他们总
算突出了“包围圈”，在深圳龙岗有了立

足之地。
第二个难关很快到来。2006年下半

年，兴铭建五金行的产能提升到每月2万
打。进货量增加，工资开销增大，回款不及
时等原因让厂子的现金流告急。

厂里的工人吴永平至今还记得那一天
的情景，几十个跟随刘桂元一起创业的农
民工被召集到厂外的一块坝子上“开会”。
坐在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人中间，刘桂元
显得心事重重。

“厂里账上没钱了，大家愿不愿意接着
干？”一向直言快语的刘桂元从来没有像那
样吞吞吐吐。

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安
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
或者埋着头抽闷烟，没有一个人表态。而
里面抽烟抽得最凶的就是刘桂元，“我那几
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坐在门槛上，基本上每
晚上3包烟。”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
时期。

最终，大伙决定相信他！刘桂元把出
货商增加到8家，其中对要货量比较大的4
家，他再次降低售价，但要求对方付现金，
为的是周转资金。就这样，他们又一次从

“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
“后面就是连续几年的好日子了。”他

说，深圳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他们两兄弟索
性将厂子迁往惠州，再加上当地一些企业
的退出，正好让他填补了市场空白。至
2010年，刘桂元的产能继续提高，一年的
纯利润达到200万元，“100万元借款也是
在这个时期还清的”。

这时候已被称为“刘总”的他，应酬变
得非常多。“要和上下游厂家常联络，和当
地部门打交道，接待少不了。”刘桂元说，毕
竟自己是个外来户，没有多少社会上的人
脉关系。

“候鸟”归巢

刘桂元不是没想过落户的事。他在惠
州买了房，儿子在小学四年级时转学到惠
州，女儿2005年在那边出生并长大。

故土虽远，乡音难改，他和妻子自始至
终说不来“白话”。更重要的是，父亲在2016
年去世，家里就母亲一人。虽然两兄弟在家
中装上了摄像头，但年事已高的母亲一不出
现在摄像镜头里，他们还是有些担心。

此时，沿海的生意急转直下。一方面
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另一方面招不到工人。

刘桂元跟随别人去江西考察过，不是
太满意，后来又去了越南、柬埔寨，也不尽
如人意。

2017年，他回到奉节老家时，看到了

不少人在家里闲着，如获至宝，当地政府也
向他发出了诚恳邀请。

刘桂元面临选择：是继续漂泊还是返
乡创业。思来想去，他决定把厂子“搬”回
家乡，他带回了南下积攒的资金和技术，把
落脚点放在了家乡，开始从广东拉材料到
奉节县安坪镇加工，并把成品运回广东销
售，做起了“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

2018年6月10日，两兄弟的奉节县桂
全金属制品厂正式启动，是当地最早的返
乡创业者，在全县也是最早的一批。

和两兄弟一起回来的吴永平、王会俊，
都是安坪镇人，跟刘桂元一起打拼多年，回
来后都升任了管理人员，月工资分别为
6000元和5600元。

家乡不缺人。厂里第一次招聘就来了
300人，里面有许多刘桂元的熟面孔。他
只需要40人，只好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录
取了前40名。

一系列优惠政策接踵而至：
政府用东西协作资金帮建厂房，前三

年租金免两年，租金仅为3元/平方米；
工人中脱贫户比例达到30%且工资

达到2300元/月，就可申请扶贫车间（后
改为就业帮扶车间），一次性获得3万元
补贴；

带动脱贫户、低保户、残疾人户三类人
员稳定就业，政府给企业提供每人每月
500元的稳岗就业补贴；

……
这一切，都让刘桂元觉得，回来是正确

的选择。
烦心事当然也不少。
家乡的人力成本低一些，劳动力素质

也要低一些，产品的成品率要差一截。刘
桂元第一次接回来的50万元订单，有20
万元直接报废，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一
年左右。

产品不合格，在沿海可以追责和罚款，
但在家乡这个“人情社会”行不通，“最多口
头上说两句”。

此外，原来较多的俄罗斯订单，因为俄
乌战争的爆发而骤减，基本上处于断线状
态。刘桂元没想到，远在欧洲的战事，竟影
响到了他这间地处秦巴山深处的小工厂。

与此同时，广东的工厂仍然存续，但生
产业务已不多，其主要作用是联系客户和
研发新品，与奉节厂的关系，类似于“前店
后厂”，奉节还是大本营。

而维护客户关系的核心人物是刘家两
兄弟，每月他们都要如候鸟般去一趟广东，
在人来客往中接订单、找货源。

再过几天，刘桂元又将前往长途客运
站，为奉节厂带回新的业务。

前不久，2023中国产业
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庆）举
行。事实上，在我市现有的
588个就业帮扶车间中，有相
当一部分产业是从沿海地区
转移而来，其中许多车间都
是由返乡农民工所创，他们
既带回了在沿海发达地区积
攒起来的技术、资金和市场
等资源，又促进了稳岗就业，
助力乡村振兴。

588 个车间中，奉节有
115个，是全市就业帮扶车间
发展最充分、聚集效应最明
显的区县。而奉节安坪镇有
52家就业帮扶车间。

重庆日报记者选取了当
地最早返回且发展较好的一
名创业者，试图以他的个人
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
国农民就业从“人随厂走”到
“厂随人迁”的转变。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1月23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乡村振兴局获悉，截至10月底我市就
业帮扶车间已达588个，其中六成以上为返乡人
员创办，集中在纺织服装、商品印刷、包装制品、生
活日用品生产、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

市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就业帮扶车
间是抢抓产业转移机遇，承接东部地区的部分生
产环节和订单的一个载体，既带回了沿海的资金、
资源和市场，又可带动就近就地就业，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据介绍，目前全市588个就业帮扶车间中，有
320个以上为返乡人员所创办并正常运营，占比
达60%以上，有效破解了脱贫地区创业人才不足
的难题。例如，位于巫溪县文峰镇的重庆何航鞋
业有限公司，其创始人何财明在江苏打工近20年
后回乡办厂，目前已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带动当地105人就业。重庆盈进服
装有限公司位于开州区大德镇，公司负责人王楚
元年轻时外出务工，从事服装行业多年，2019年
返回家乡办厂，帮助6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遴选项目和返乡创业人
员，让两者有效结合，打造更多优质的就业帮扶车
间，让其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稳定器’和‘倍增
器’。”该负责人表示。

我市588个就业帮扶车间
超六成为返乡人员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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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重庆就业帮扶车间的数量有一些波
动起伏。具体数据是，从高点的628个回落到560
个，又逐渐增长至目前的588个。

其原因有二：一是部分车间没有达到带动脱
贫人口的人数要求，于是被取缔；二是部分车间经
营不善。

就业帮扶车间是实现产业转移、带动农民就
近就业的重要载体。如何助其实现良性发展？

一是要严把“入口关”，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诚然，就业帮扶车间在拉动经济、增加税收、

带动就业等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好事不能
“任性”。记者在区县采访时曾看见，一些就业帮
扶车间存在垃圾随意丢弃，施工污水直接排放等
问题，虽是个别现象，但需要重视。多数脱贫地区
环境优美，但生态相当脆弱，如果得一时收益却破
坏了环境，显然不是发展应有之义。

二是要优化“生态圈”，健全其成长运行的空间。
多名曾在沿海务工经商的返乡创业者表示，

目前重庆的人工成本总体上为沿海的80%左右，
但因为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算上物流费用，两
地的成本基本持平，而劳动力素质尚有差距。因
此，现阶段相关部门应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扶持关
联企业，帮助企业打通产销上下游，提升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

三是要提升“含金量”，不断促进其转型升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需要就业帮扶车间从

“特”和“优”出发，利用本地人力资源优势，发展技
术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小产业与大
市场的对接。同时进一步整合洗牌，促使就业帮
扶车间不断提高质量。相关部门也应转变认识，
就业帮扶车间不是关不得、停不得，经得起市场考
验，才可能行稳致远。 （颜安）

就业帮扶车间
不能“一引了之”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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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刘桂
元正在车间的流水线
上检查雨伞中棒质量。

通 讯 员 张 裕
彬 摄/视觉重庆

核心
提示

一名返乡创业者的归巢之旅

人随厂走人随厂走：：曾经曾经，，奉节农民刘桂元南下务工奉节农民刘桂元南下务工
厂随人迁厂随人迁：：如今如今，，他带回资金技术他带回资金技术办厂办厂，，带动就业带动就业


